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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History of Psychology)· 

“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智慧心理学 

近 50 年研究历程的写照* 

张凯丽  郑  红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 首次将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和“两个阶段”。其中, 

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曲, 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 戛然而止于 1982 年, 其特点是“昙花一

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时间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延续至 21 世纪初, 其特点是“柏林智慧模

式一花独秀, 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和智慧的平衡理论作为两片绿叶相衬托”。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时

间始自 2004 年, 延续至现在, 其特点是“百花齐放”, 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智慧被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

东西, 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理论和测量智慧工具; 二是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 进一步拓宽了智慧心理学的

研究领域。回顾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程, 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 近 50 年来, 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 二是, 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

特征到智慧特征, 再到智慧者的特征, 再到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 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

的过程。展望未来, 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一是, 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并揭

示智慧的脑机制; 二是, 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内隐三维智慧观, 柏林智慧模式, 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 智慧的平衡理论, 外显三维智慧模型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管子·形势》说：“疑今者, 察之古; 不知

来者, 视之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由此可知历史研究的

重要性。虽然“智慧”是一个常用词, 并且, 东西方

都有厚实的智慧心理学思想史 (汪凤炎 , 郑红 , 

2009, 2010, 2022; Xiong & Wang, 2022), 不过, 由

于种种原因的影响, 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真正

进入现代心理学的视野 (Clayton, 1975a, 1975b, 

1975c, 1976)。如何对 1970 年以来近 50 年智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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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历史进行阶段划分, 目前仅见 Sternberg

和 Glück (2022)将它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开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直至 20 世纪末, 其特

征是在 Paul B. Baltes 的领导下, 建构出将智慧视

作是关于生命的知识的柏林智慧模式。第二阶段, 

开始于 2001 年 Monika Ardelt 撰文对柏林智慧模

式展开尖锐批判, 动摇了柏林智慧模式的主导地

位, 引发更多柏林之外的学者开始研究智慧, 出

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定义, 进而拓宽了智慧心理

学的领域。第三个阶段, 即当前阶段, 其特征是研

究者将智慧较少地视为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 而

更多地视为一种特定情境的状态, 或至少是特定

领域的状态(Sternberg & Glück, 2022)。Sternberg

和 Glück 将现代科学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历史

分为 3 个阶段, 其优点是理清了柏林智慧模式在

智慧心理学领域的演化史, 并让人看清了智慧心

理学在 21 世纪以来的演化史。其值得商榷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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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主要有五：(1)只字未提 Vivian Clayton 在

智慧心理学研究初期所做的贡献; (2)将第二阶段

的开始时间定于 2001 年是否准确？(3)将“当前阶

段”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三阶段能否成立？因

为 Sternberg 和 Glück 未明确第三阶段开始的时间

或标志, 他俩所说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在

研究范式或基本理念上没有显著差异, 后者只是

前者的自然延续而已, 且两个阶段加起来的时间还

不到 20 年, 时间太短, 故不能视作是两个独立阶

段; (4)未论及柏林智慧模式为什么未借鉴 Clayton

的智慧心理学思想的原因; (5)对新皮亚杰学派等

其他几种智慧观或着墨太少, 或根本未论及。为

了更好地继往开来, 借鉴 Sternberg 和 Glück 的上

述观点, 再结合笔者团队的研究, 将20世纪70年代

以来的智慧心理学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与

“两个阶段”, “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

系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 即前浪未完全消失

前, 后浪已在酝酿中, 甚至已初步成形。在此基础上, 

对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研究历程进行了总结, 并作

了展望, 以期推动智慧心理学更好地向前发展。 

2  昙花一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序曲 

在现代智慧心理学界 , 一般公认 Vivian 

Clayton 是第一位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心理学者

(Hall, 2010)。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

曲, 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 戛然而止于

1982 年, 其特点是“昙花一现”, 即 Clayton 开启了

自己学术生涯中专门研究智慧心理的一个短暂时

期。为什么是 Clayton 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智慧？

为什么 Clayton 突然放弃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她

后来对当年做出放弃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决定后悔

吗？为什么 Clayton 的研究只能称作智慧心理学

的序曲 , 却不能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阶

段 ？ 为 什 么 后 起 的 柏 林 智 慧 模 式 没 有 继 承

Clayton 研究智慧心理学的思路？要解开这些谜

团, 就须弄清她的家庭成长史、她的本科和博士

求学阶段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际遇。 

Clayton 于 1950 年出生在美国纽约, 早在童

年时期就痴迷于她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之

间性格与行为的显著差异 , 带着这份好奇 , 于

1968 年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心理学专业读

本科 (Hall, 2010), 期间撰写了一篇题为《当

Erikson 的人格发展理论应用于老人：作为矛盾认

知的智慧》的论文作为一门专业课程的期末作业, 

以试图弄清其父亲身上那难以捉摸的品质(elusive 

quality; Druckerman, 2018)。Clayton 为什么要研究

E. H.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的智慧

心理学思想？因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心理

学界, 智慧心理学思想只约略出现于 G. Stanley 

Hall 的《衰老, 生命的最后一半》一书(Hall, 1922)

和 E. H.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 前

者是 Hall 基于自己的观察和内省 (Sternberg & 

Glück, 2022), 其学术性自然比不上 Erikson 的“人

格发展八阶段理论”。Erikson 在 1950 年出版的《儿

童期与社会》一书里阐述了“人格发展八阶段理

论”。在该理论中, Erikson 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发展

层面来探讨智慧, 认为智慧是自我的力量或美德

(Wisdom is the ego strength or virtue), 包括根植于

知识积淀的成熟才智和成熟判断力。智慧摆脱了

时间相对性, 允许个体在直面死亡时对生命本身

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关怀 , 所以 , 在通常情况下 , 

一个人的智慧只有在其生命发展周期的第八个阶

段才会出现, 它是个体成功解决因死亡威胁所产

生的心理危机之后的产物, 换言之, 智慧是个体

毕 生 心 理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顶 点 (Erikson, 1959, 

1964)。遗憾的是, Erikson 在提出这一主张后, 并

没有过多地研究这个主题(Hall, 2010)。Clayton 先分

析了Erikson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并将其与其它

有关发展的有机体理论(other organis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综合起来考虑, 得出结论：大多数人

在青春期后, 要么寻求止赎(foreclosure), 要么进

入长久的停滞 , 从未达到人格发展的第八阶段 , 

因此, 在面临人格发展每一阶段所遇到的难题时, 

对冲突力量的妥协(compromise)而不是完全解决

冲突, 似乎是通向第八阶段最常见和最现实的方

法, 尽管这是不够的(Clayton, 1975a)。Clayton 的

这篇论文首次较深刻地剖析了 Erikson 人格发展

八阶段理论里的智慧心理学思想, 并对 Erikson 关

于个体只有成功度过 8 个人生阶段所面对的危机

后才能发展出智慧的观点表示质疑。该文于 1975

年发表在《人类发展》期刊上(Clayton, 1975a), 重

新燃起人们研究 Erikson 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的

智慧心理学思想的热情, 并让她获得了一个到美国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读心

理学博士的机会, 可以继续研究智慧(Ha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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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Clayton 到南加州大学, 跟随积极老

龄化领域的领导者之一、社会心理学家 J. E. 

Birren (1918~2016)攻读博士学位 , 继续研究智

慧。为了进行实证研究, Clayton 在查阅和分析关

于智慧的文献后认为, 智慧是指一种思维方式或

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将其定义为具有潜在的情

感、认知(风格)或问题解决成分的构念, 并假设, 

智慧者的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比不智慧的人更灵

活, 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 智慧者行为背后的情

感过程将集中在情绪稳定性、内部控制点以及容

忍模棱两可的能力上(Clayton, 1975b)。Clayton 比

较了 3 个年龄群体——法学学生(青年人)、律师(中

年人)和法学教授(老年人)——中被同伴提名为相

对智慧与相对不智慧的被试在其选择并整合的一

组智慧测量指标上的得分差异, 使用聚类分析与

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 但研究结果不理想

(Clayton, 1975b, 1976)。这意味着她针对智慧这个

主题做的第一个实证研究失败了, 仅从历史文献

中得出的智慧定义缺乏有效性, 对智慧的操作化

还存在一些困难(Clayton, 1976)。因此 , Clayton 

(1975c)又进行了第二项关于智慧的实证研究, 这

次她不再事先确定智慧的定义, 而是试图通过研

究结果得到智慧的定义：首先, 让被试列举描述

智慧的词汇, 共得到 150 个; 其次, 选出 150 个描

述词中频次最高的 33 个, 请另一组被试对这 33

个描述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智慧者进行 7 点

评分 ; 然后 , 进行因子分析 , 但结果仍不理想

(Clayton, 1975c, 1976)。 

上述两项有关智慧的实证研究结果虽都不理

想, 却表明智慧的结构是多维的(Clayton, 1976)。

于是, 在 Birren 的建议下, Clayton 开始将智慧视

为一种多维心理结构, 试图将它定义得更加科学

(“操作性定义 ”), 以便继续进行实证研究 (Hall, 

2010)。有了前两次实证探索的失败经验, 为了避

免重蹈覆辙, 并为未来开发智慧测量工具提供基

础, Clayton 首次采用由其师兄 Forrest W. Young1

                     

1 Clayton 的博士论文委员会(Dissertation Committee)由 J. E. 

Birren、Norman Cliff 和 K. Warner Schaie 组成, 其中, J. E. 

Birren 任主席 (Clayton, 1976), K. Warner Schaie 也是社会

心理学家, Norman Cliff 教授是心理测量学领域的一个重要

人物, 他是 Forrest W. Young (1940~2006)的博士论文委员

会主席, Young 于 1967 年获得博士学位。多维标度法是

Torgerson 于 1952 年最早提出, Forrest W. Young 对多维标度

法作了重要改进。 

改良的多维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一种多元测量模型)研究青年人、中年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内隐智慧观, 试图回答以下 4 个问题：

(1)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 智慧是否被视为一个多

维构念？(2)定义智慧的维度是什么？(3)这些维

度在人群中是否一致？(4)如果发现观点上的差异, 

它们是否与年龄、性别或能力水平等内在变量有

关？(Clayton, 1976)。虽然因子分析和多维标度法

的目标相似, 但多维标度法适用于事先不知道构

念的基本维度并且没有公认的相应物理维度可用

的情况(Guilford, 1954)。从前期两次实证研究中, 

Clayton 得到 “同情的 ” (empathetic)、 “实用的 ” 

(pragmatic)、 “敏锐的 ” (observant) 、 “直觉的 ” 

(intuitive) 、 “ 聪明的 ” (intelligent) 、 “ 平和的 ” 

(peaceful)、“好内省的” (introspective)、“温和的” 

(gentle)和“幽默感” (sense of humor)等 9 个描述智慧

的形容词, 加上“博学的” (knowledgeable)、“有经验

的” (experienced)和“善解人意的” (understanding)等

3 个常用于描述智慧者的形容词, 共得到 12 个智

慧描述词构成词表。为了比较智慧与年龄以及自

我的关系 , 又在词表中加入 “年长的” (aged)和

“我” (myself), 最后加上“智慧的” (wise)一词, 构

成最终用于测量的包含 15 个形容词的词表。

Clayton 采用多维标度法, 将 15 个形容词两两匹

配, 共形成 105 个两两匹配的形容词对[1/2 × n × 

(n − 1)], 如“聪明的−敏锐的”和“聪明的−我”, 等

等, 要求被试评定每个形容词对内的两个形容词

的相似性程度, 采取李克特式 5 点量表评分, 从

“非常相似” (very similar, 记 1 分)到“非常不同” 

(very different, 记 5 分)。为了获得可靠性估计, 随

机选择 22 组形容词对重复出现, 每组形容词对中

形容词的顺序也随机呈现, 被试共需进行 127 次

形容词对的相似性判断(Clayton, 1976)。Clayton

于 1976 年 9 月完成了题为《智慧概念的多维标度

分析》的博士学位论文, 并顺利通过答辩, 获得博

士学位。在该文中, Clayton 发现, 年青人、中年

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内隐智慧观大同小异, 都

是一个包含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反思

(reflective)三种品质 (qualities)的三维结构构念

(Clayton, 1976)。因此, Clayton 首次给智慧下了一

个经验性定义：智慧是一个多维结构, 具有明确

的情感、反思和认知成分(Clayton, 1976)。因为前

期进行的两项实证研究结果都不理想, 也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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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Clayton 称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是史上首个

对智慧的实证研究(Clayton, 1976)。由此可知, 作

为开创性地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第一人, 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 9 月, 

因为此时她已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 

Clayton 在博士毕业后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心

理学系当助理教授, 开始在心理学会议上报告她

的智慧心理研究成果, 引起了包括当时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职的毕生心理学家 Paul B. 

Baltes 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的密切关注(Hall, 2010)。

因在智慧心理学上的开创性研究 , Clayton 于

1979 年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咨

询系当助理教授(Hall, 2010)。1980 年, Clayton 和

Birren 合作撰写并在一部论文集里发表了题为

《智慧纵贯个体一生的发展：一个古老话题的再

审视》的论文, 在该文里, 他们汲取东方传统智慧

观的精义, 将智慧定义为把握变化万千又时有矛

盾的人性的能力, 并通过多维标度统计程序分析, 

认为智慧与认知(经验和智力)、情感(共情)和反思

(直觉和内省)特征相联系。1982 年, Clayton 发表

了《智慧与智力：个体晚年时知识的性质与功能》, 

指出智慧与智力在定义上有差异：智力可以定义

为一种让个体能够进行逻辑思维、概念化和从现

实中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 智慧可以被定义为把

握变化万千又时有矛盾的人性的能力。虽然智力

和智慧都被认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并

且都为个体终身获得知识提供了条件, 不过, 智

慧的本质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智力有足够

的不同, 值得单独审视(Clayton, 1982)。 

遗憾的是, Clayton 在 31 岁时从哥伦比亚大学

辞职, 不再研究智慧。因为她认识到自己正在研

究一个内容繁杂且抽象的概念：“我当时迷失在智

慧的银河中, 每颗星星都同样灿烂; 我意识到我

天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 我走到了岔路口 , 

如果我想在我的生活中有所作为, 我最好离开那

里 , 重新接受训练 , 然后工作 , 这就是为什么我

最终没有继续研究智慧的原因” (Hall, 2010)。自此

之后, Clayton 离开了学术界和纽约, 以老年神经心

理学家的身份参与临床工作, 至退休时止再也没有

专门从事智慧心理学研究。因此, Clayton 有关智慧

心理学的实证研究, 始自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终

止于其从哥伦比亚大学辞职, 她发表的最后一篇有

关智慧的学术论文是 1982 年(Clayton, 1982)。 

Clayton 专门研究智慧心理时的身份只是博

士生和助理教授, 且专门从事智慧心理学研究的时

间不长, 其智慧心理学研究成果虽在当时的美国心

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激起 Baltes 和 Sternberg 等

知名心理学家研究智慧的兴趣, 但并未真正在心

理学界吹响研究智慧心理学的号角。虽然 Baltes

和 Sternberg 都是在看到 Clayton 研究智慧后才开

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不过, 柏林智慧模式、智慧的

平衡理论与 Clayton 的智慧心理学思想之间没有明

显的继承关系, 因此, 它不能算作智慧心理学研究

的一个阶段, 故 Sternberg 在其著作中论述智慧心理

学的 3 个阶段时, 只字未提 Clayton 在智慧心理学研

究初期所做的贡献(Sternberg & Glück, 2022)。 

虽然 Clayton 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不能视作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开创阶段, 却可视作智慧心理

学研究的序曲 , 这个序曲像昙花一样美丽而短

暂。在这个序曲中, Clayton 对智慧心理学研究的

贡献至少有三：(1)首次采用实证法尤其是多维标

度法研究智慧的内涵, 认为智慧中包含认知、情

感和反思三个成分; (2)首次给智慧下了一个经验

性定义, 使“智慧”首次从一个较抽象的哲学概念

变成一个可以被客观测量的心理学概念; (3)将智

慧与积极老龄化过程联系起来。这些创见虽没有

对随后诞生的柏林智慧模式产生影响 , 但“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 Clayton 的上

述成果对许多智慧心理学者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

响, 它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1)后来一些智慧定

义都强调 Clayton 和 Birren (1980)提出的智慧中包

含认知、情感和反思三个成分 , 尽管各有侧重

(Aldwin, 2009), 尤其是 Ardelt 的外显三维智慧模型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3D-WM, Ardelt, 

2004a, 2004b), 就是以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

为基础提出来的; (2)至今多维标度法仍是研究智

慧内涵的一种重要方法; (3) Clayton 的研究表明, 

可将智慧视作是可以学习的东西 (Clayton & 

Birren, 1980), 这是对智慧认识的一个突破; 同时, 

认为老人不一定永远智慧, 年轻人也不一定缺乏

智慧(Clayton, 1982)。这些观点激发越来越多的人

继续深入探讨智慧与年龄、智慧与积极老龄化的

关系和智慧教育等主题。 

3  一花独秀, 两片绿叶相衬托：智慧心
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时间始自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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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80 年代早期, 延续至 21 世纪初, 其特点是“一

花独秀, 两片绿叶相衬托”。 

3.1  柏林智慧模式一花独秀 

毕生心理学倡导者、德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

Baltes 于 1980 年就任位于德国柏林、创立于 1963

年的马克斯 ·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Berlin)的第三代高级研究员 (senior 

fellow)和联合所长(Co-Director, 排名第一), 带领

同事集中探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有关人类发

展、教育和工作有关的基础问题(其中包括智慧)。

自 Clayton 退出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后, Baltes

将智慧心理学研究这个接力棒接了过来, 带领研

究所的同仁开始研究智慧, 正式吹响了研究智慧

心理学的号角, 从此, 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中心从

美国转移到德国柏林, 智慧的定义一度带有浓厚

的德国文化色彩(Hall, 2010), 智慧心理学领域的

一些杰出学者——如 Monika Ardelt 教授、Judith 

Glück 教授、Susan Bluck 教授、Michel Ferrari 教

授和 Igor Grossmann 教授等——多是德裔或有在

德国的教育背景(Sternberg & Glück, 2022)。 

Baltes 和他的同事通过整合毕生理论 (life- 

span psychology)、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认知

老化的积极方面 (positive aspects of cognitive 

aging)三个方向的成果, 于 1990 年发表了《走向

智慧心理学及其本体论》(Baltes & Smith, 1990)

和《与智慧相关的知识：在生涯规划问题上的年

龄差异》(Smith & Baltes, 1990)两篇论文, 虽未正

式启用 “柏林智慧模式 ” (the Berlin model of 

wisdom, BMW, or 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

一词, 二文都明确将智慧视作是关于生命的专家

知识系统, 且都较系统地阐述了之后被称为柏林

智慧模式的核心观点。因此, 1990 年 Baltes 的团

队对智慧的研究虽尚属起步阶段, 但柏林智慧模

式的雏形已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 

柏林智慧模式最早是在 1990 年由 Baltes 的团队首

次建构出来的。并且, 基于柏林智慧模式, Baltes

的团队率先开展智慧测量, 最终开发出智慧的表

现测量法——柏林智慧模式测量范式 (Baltes & 

Smith, 1990; Smith & Baltes, 1990), 至今仍是测

量智慧的一种主流范式。 

1992 年, Baltes 和他的同事正式将他们研究

智慧的范式命名为“柏林智慧模式” (the Berlin 

model of wisdom, BMW), 并绘制出模型图展示其

核心观点。在柏林智慧模型图中, 他们将智慧定

义为对生活中重要但不确定的事情的直觉、良好

判断和建议, 由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专家知

识系统构成, 主要包括 5 个子方面的知识：(1)有关

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事实性知识; (2)有关生命的

重要且实用的策略性知识; (3)有关生活情境和社

会变化的知识; (4)有关考虑生活不确定性的知识; 

(5)有关考虑价值和生活目标相对性的知识, 其中

前两项是所有专门知识类型都具有的特点, 后三

者是智慧独有的(Baltes et al., 1992)。这表明, 在

Baltes 等人看来, 智慧者除了拥有过人的有关生命

的重要且实用的事实性与程序性知识之外, 在面对

世事时, 智慧者也会自然地考虑到生活的不确定性

与人生发展的情境化思维(life-span contextualism), 

进而以相对性的价值观来作决定或下判断(Baltes 

& Staudinger, 2000)。 

此后, Baltes 和他的同事也用“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指称“柏林智慧模式” (Baltes & 

Smith, 2008;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不过, 他

们对“柏林智慧模式”的核心观点仅有小的润色 , 

直至现在未发生大的改变。在 2008 年发表的一篇

论文里, 他们所画柏林智慧模式的模型图几乎没

变。2008 年距离 Baltes 去世已过去了近 2 年时间, 

这篇论文可说是 Baltes 人生最后一篇有关智慧的

论文(Baltes & Smith, 2008)。 

直到 21 世纪初, 在智慧心理学领域, 柏林智

慧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

理念和研究方法一直是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理

念和方法(Sternberg & Glück, 2022), Baltes 也成为

早期智慧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不过, 按柏林

智慧模式去研究智慧, 易导致研究工作繁重且成

本高昂, 结果, 当时柏林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研

究智慧(Sternberg & Glück, 2022)。但是, 在 Baltes

的卓越领导下, 柏林智慧团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使“智慧”这一主题开始受到心理学界的瞩目(如

Baltes & Smith, 2008; Baltes & Staudinger, 1993, 

2000; Pasupathi et al., 2001; Smith & Baltes, 

1990)。与此同时, Baltes 还培养出了一个智慧心理

学的优秀研究团队, 在当代智慧心理学领域成果

颇丰的 U. M. Staudinger、A. Maercker 和 J. Smith

等都曾是该团队的重要成员。为了表彰 Baltes 在

智慧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Sternberg 与 Glü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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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编的《剑桥智慧手册》扉页上写道：“谨以此

书献给已故的 Paul B. Baltes 教授, 在智慧心理学

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中, 他的贡献远大于任何人。” 

(Sternberg & Glück, 2019) 

3.2  两片绿叶相衬托：新皮亚杰学派和 Sternberg
的智慧观 

在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新皮亚杰学

派和 Sternberg 的智慧观是衬托柏林智慧模式的两

片“绿叶”。 

皮亚杰认为个体智慧(intelligence, 现一般译

作智力, 也可译作智慧)的发展需要以其思维方式

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 重视从个体认知发展尤其

是个体思维发展的角度探讨个体的智慧及发展 , 

他将智慧视为个体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 以辩证

思维的出现为特征(Piaget, 2001; Riegel, 1973)。在

此基础上 , 新皮亚杰学派(Neo-Piagetian, 宽泛意

义上的, 包括深受皮亚杰主义影响的心理学家)认

为, 青少年在掌握形式运算后, 认知发展并没有完

成, 因为这一认知水平尚不足以处理人们经历的各

种复杂问题(Kitchener & Brenner, 1990; Labouvie- 

Vief, 1990)。他们通过研究发现, 智慧实际上是一

种超越了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中第四个阶段(形

式运算阶段), 而位于其上的第五个阶段——即后

形式运算阶段 (post-formal operation)——的产物

(Labouvie-Vief, 1980, 1990)。新皮亚杰学派对智慧

研究的默默推进, 为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

视角：从思维方式研究智慧的视角。时至今日, 思

维方式仍然是智慧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 

即使有的研究者并不认为智慧是一种思维方式 , 

也承认思维方式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其中

一个重要维度(如 Glück & Weststrate, 2022; Zhang 

et al., 2022)。 

与此同时, Sternberg (1985, 1986)用实证方法

测量个体的内隐智力观、内隐创造力观与内隐智

慧观, 发现智力、智慧与创造力三者在概念上有

着明显不同, 强化了智慧研究的意义。1990 年, 

Sternberg (1990a)编辑出版了《智慧：本质、起源

与发展》, 这是智慧心理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本论

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 Sternberg 将柏林智慧模式

与新皮亚杰学派等重要的智慧心理学思想都囊括

其中, 并首次提出了一个智慧的外显理论, 认为

智慧中包含知识、过程、一种思维方式、人格、

动机和背景环境等 6 个前因要素(Sternberg, 1990b)。

1998 年, 基于对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

人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获得并用于解决现实生活问

题的智力——的研究, Sternberg 将其前期建构的智

慧的外显理论和有关实践智力的研究合并, 强调

与智慧目标相关的智慧过程, 建构出一个新的智

慧理论, 即“智慧的平衡理论”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智慧是个体以价值观为指导, 运用默会

知识, 通过平衡个体自身、人际间和个体外部的

利益, 适应、塑造现存环境或选择新环境, 以实现

公共福祉的过程。自 1998 年以来, 虽然 Sternberg

曾多次对该理论里的一些表述进行细微修订, 但

其核心观点一直保持不变(Sternberg, 1998, 2004, 

2019; Sternberg & Glück, 2022), 现已成为智慧心

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并且, 在 Sternberg 的

努力下, 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集结成

书(如 Sternberg, 1990a; Sternberg & Glück, 2019, 

2022; Sternberg & Jordan, 2005; Sternberg et al., 

2019), 方便后来的年轻学者加入研究智慧的阵

营。同时, Sternberg 培养了智慧心理学领域的学术

共同体 , 促进了智慧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 

扩大了智慧心理学的影响。自然而然地, Sternberg

成为当代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军人物 , 

尤其是当智慧心理学领域的早期领军人物 Baltes

于 2006 年去世后更是如此。 

4  百花齐放：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柏林智慧模式的观点一亮相, 就受到新皮亚

杰学派 Labouvie-Vief (1990)的批评 , Labouvie- 

Vief 认为, 不能将智慧简化为一种有关专业知识

的认知理论。Ardelt 认可 Labouvie-Vief 的上述观

点, 并引用 Claudio Naranjo 的话说, 智慧是一种

超越聪明才智的知识(Naranjo, 1972), 既不是专

门的 , 也不是特殊的 , 而是广泛的和普遍的

(Ardelt, 1994)。以 Clayton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 

Ardelt 尝试将智慧作为潜变量进行测量, 并探索

智慧与年龄以及幸福感等变量之间的关系(Ardelt, 

1994, 1997)。不过, 她们二人的批评并未击中要害, 

如“智慧既不是专门的, 也不是特殊的, 而是广泛

的和普遍的”这个观点将智慧视作类似流体智力

的东西, 并不成立, 因为人类的智慧都是有领域

性的 , 而不是泛情境性的 (Sternberg & Glück, 

2019; Zhang et al., 2022), 故上述质疑在当时没有

对柏林智慧模式的地位产生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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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04 年, Ardelt 专门批判柏林智慧模式

的论文发表 , 才打破了其持续十几年的“一花独

秀”地位。Sternberg 和 Glück (2022)声称智慧心理

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始自 2001 年 Ardelt 对柏林智

慧模式的尖锐批判, 因 Sternberg 曾于 2001 年评

审那篇论文。但经笔者征询 Ardelt 的看法并经她

确认, 其批判柏林智慧模式的论文虽在 2001 年投

稿, 实于 2004 年发表, 所以,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

第二阶段应是始自 2004 年。受到东方哲学中智慧

文化的影响, Ardelt (1997, 2000)将智慧定义为基

于东方智慧传统的内隐智慧理论和外显智慧理论

的认知、反思和情感人格特征的组合。在 Ardelt

看来, 智慧并非像只受到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文化

影响的柏林智慧模式所说的那样, 是关于虚构的

人的抽象的、冷冰冰的知识(Baltes & Kunzmann, 

2004), 而是由个人洞见组成, 这些洞见必须通过

个人经验获得, 无法从书本上习得。人们在反思

人生经历、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吸取教

训时, 才会获得智慧(Ardelt, 2004a)。进而, Ardelt

基于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编制出三维智慧

量表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 

2003), 提出外显三维智慧模型 (Ardelt, 2004a, 

2004b, 2010; Ardelt & Bruya, 2021), 强调东方智

慧传统 , 如重视自我反思、共情等(Wang et al., 

2022), 这是一种不同于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观。

三维智慧模型侧重于人格而非知识, 主张智慧是

由认知、反思、共情(compassion)三种人格特征维

度结合的结果(Ardelt, 2011)。Ardelt 对柏林智慧模

式的批判于 2004 年以靶子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人

类发展》上, 该期杂志同时刊发了 3 篇对该文的评

价性论文和 1 篇 Ardelt 的回应性论文(Achenbaum, 

2004; Ardelt, 2004b; Baltes & Kunzmann, 2004; 

Sternberg, 2004)。Baltes 和 Kunzmann (2004)对该

文的回应是：智慧者虽接近智慧, 但不能将智慧

者等同于智慧, 二者不是一回事, Ardelt 关注的是

智慧者的特征(在这一点, Ardelt 与 Clayton 完全一

致), 柏林智慧模式关注的是智慧本身的特征。在

Baltes 和他的同事看来, 柏林智慧模式里的智慧概

念不仅仅是知识, 而是一个多维(multidimensional)

概念, 其内包括作为前因、相关和后果的特定认

知、情感、动机和社会因素成分以及生活背景的

丰富谱系。因此, Baltes 及其团队并不认同 Ardelt

的上述批评(Baltes & Kunzmann, 2004)。尽管如此, 

但 Ardelt 的批判引发 Baltes 和 Sternberg 等知名心

理学家的回应, 在智慧心理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Ardelt 也“一战成名” (Sternberg & Glück, 2022)。

在此之后, 智慧受到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更多关注, 

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研究智慧的队伍之中, 东西方

文化中都涌现出大量的智慧研究。 

综上, Ardelt 在现代智慧心理学史上至少有

两大贡献：一是“破”, 通过 2004 年发表的一篇批

判性论文, 对当时处于一花独秀地位的柏林智慧

模式进行了深刻批判(Ardelt, 2004a), 彻底动摇了

其一花独秀的地位, 为其后智慧心理学研究迎来

“百花齐放”的局面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二是

“立”, 兼顾西方文化与东方智慧传统, 以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为基础, 从人格角度研究智慧, 

在 2004 发表的质疑柏林智慧模式的论文中 , 

Ardelt 首次建构出外显的三维智慧模型 (Ardelt, 

2004a; Ardelt & Bruya, 2021), 在 2004 年对 Baltes

的回应论文的再回应一文里首次使用 the three- 

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3D-WM)一词(Ardelt, 

2004b), 只不过, Clayton 的三维智慧观是她以普

通人为被试做研究得出的内隐智慧观, Ardelt 的

三维智慧模型是其作为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建

构出的外显智慧观。同时, 鉴于并非所有的情感

都有利于个体和群体智慧的生成, 也为了避免与

情绪以及其他情感相混淆, Ardelt 将其情感维度

限定在共情上(Ardelt, 2011)。以三维智慧模型为

理论基础, 结合普通人的内隐智慧观, Ardelt 先后

编制出 2 个版本的三维智慧量表, 一个是于 1997

年开始收集数据, 于 2003 年首次发表的共 39 个

题项的版本(Ardelt, 2003), 另一个是 2017 年发表

的共 12 个题项的简化版本(Thomas et al., 2017)。

Ardelt 为智慧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测量工具 , 

较之柏林智慧模式测量智慧的繁琐, 该测量工具

简便易行, 更便于推广使用, 促进了智慧的测量

研究, 并得到多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者的修订与使

用(如 Bang & Montgomery, 2013; Bang & Zhou, 

2014; Kim & Knight, 2015), 也激发了研究者编制

不同智慧量表的兴趣(如: 傅绪荣, 汪凤炎, 2020; 

Grossmann, 2017; Levenson et al., 2005; Webster, 

2003), 开启了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始

自 2004 年, 延续至当下, 其特点是“百花齐放”,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智慧的认识更加全面与深刻, 智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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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涌现出很多不同的智

慧理论与测量智慧的工具, 降低了智慧研究的工

作量和成本, 大大提升了智慧研究的效率, 使得

智慧心理学领域蓬勃发展。概要地说, 由于智慧

内涵本身的复杂性、智慧又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适

性和文化相对性, 以及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背景、

研究视角与兴趣不尽相同(汪凤炎 , 郑红 , 2022), 

除了上文已论述的柏林智慧模式、斯腾伯格的“智

慧的平衡理论”、Ardelt 的三维智慧模型和新皮亚

杰学派的智慧观外, 自 2003 年以来, 多种智慧理

论或观点纷至沓来, 每种智慧定义侧重于智慧的

不同方面,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智慧的更全

面的图景(Zhang et al., 2022)。其中, 如下三种智

慧理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Sternberg & Glück, 

2022)：(1)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self-transcendence 

wisdom)。Michael R. Levenson 等人从东方文化下

佛教和哲学对智慧的思考时强调自我超越中汲取

灵感, 建构出“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将智慧等同

于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指一个人从外在自我定义

中解放出来的发展过程, 此时个体不再依赖外在

特征(如物质、社会角色、成就、名誉、人际关系

等 ) 显示自 我 存在 , 而关注自我的 内 心世界

(interiority)和精神性(spirituality), 强烈感受到过

去和未来的贯通感 (connectedness), 自我超越也

指消解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而达到整体合一的状态, 

获得同情心、深刻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整合(Levenson 

et al., 2005)。自我超越能够让个体超越自我中心

的局限性, 更多关注他人、社会与人类群体的利

益, 自然有助于个体生成智慧, 或智慧地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 不过, 自我超越到底是智慧的重

要成分甚至是智慧本身, 还是与智慧属于不同的

心理建构, 只是智慧的重要心理基础或影响因素, 

能够促进个体的智慧表现, 现仍有争论, 有待进

一步探讨(许文涛, 汪凤炎, 2022)。(2)智慧的英雄

模型(the H.E.R.O. (E.) model of wisdom)。Jeffrey 

Dean Webster 认为智慧者具备 5 个特征：幽默

(Humor)、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回顾与反

省(Reminiscence/Reflectiveness)、开放性(Openness)、

重要的人生经验(Experience), 智慧是由处于不断

发展中的这 5 个成分结合而成的综合心理素质

(Webster, 2003, 2010); 由这 5 个特征的英文首字

母能合成“英雄(H.E.R.O. (E.) )”一词 , 因此 , 自

2017 年以来, Webster 等人将 2003 年提出的上述

模型称为“智慧的英雄模型” (Webster et al., 2018)。

将智慧视作幽默、情绪调节、回忆与反思、经验

开放性和生活经验五种关键成分的整合, 这对认

识智慧的本质有一定启迪, 并与 Jason 等(2001)的

一项研究结果有共通之处, Jason 等人的这项研究

结果表明, 智慧的成分里包括“智力：具有天赋、

问题解决能力、聪明的”和“热情：有幽默感、善

良、同情、活泼”。同时, 据《史记·滑稽列传》等

的记载, 幽默风趣的人如果心怀善念, 并将幽默

运用到智谏上, 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 让人觉得

他有智慧。不过, “幽默”是否是智慧的关键特征或

关键成分？换言之, 没有幽默感的人是否就没有

智慧？这值得推敲。(3)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汪

凤炎从中国传统智慧哲学中的“必仁且智”思想里

汲取灵感 , 建构出“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 其核

心内容有四：①对智慧的新界定。主张在行为−

心理素质−个体三个层面界定智慧：从行为层面看, 

智慧是智慧行为的简称, 智慧行为是指创造性地

解决一个难题, 并且其行为结果是利他的, 而此

利他结果被证明是有善良动机的; 从心理素质的

角度看, 智慧是指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 

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

素质。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智慧的本质; 

从个体或群体角度看, 智慧是指具备智慧素质的

个体或群体。②对智慧结构的新看法。主张智慧

的二维结构观 , 认为智慧由德与才两部分组成 , 

将德才一体素质视作智慧的充要条件。所以, 智

慧中必须包含足够的善。并且, 从动机、手段与

效果角度看, 智慧中的善主要有动机上的善、效

果上的善与手段上的善等三种 ; 从品德角度讲 , 

智慧中的善主要包括敬畏、节制、责任、诚信、

仁爱、平等公平公正。智慧中的聪明才智主要由

正常乃至高水平的智力、足够用的实用知识和良

好思维方式三部分构成。③对智慧的新分类。依

据智慧包含才能的性质不同, 将智慧分为人慧与

物慧; 依据智慧包含的创造是真创造还是类创造

的差异, 将智慧分为真智慧与类智慧; 依据智慧

是情境性的还是泛情境性的差异, 将智慧分为特

定领域的智慧、普遍性领域的智慧与全知全能的

智慧。④对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因素的新看法。

主张用五因素交互作用论和智慧的素质与情境交

互作用模型来解释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诸因素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Wang & Zheng, 2012;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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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炎, 郑红, 2014, 2015, 2022; Zhang et al., 2022)。智

慧中有良好品德和聪明才智两种成分, 这在智慧

心理学界现已是共识(Zhang et al., 2022), 与此同

时,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现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

的支持(陈浩彬, 汪凤炎, 2016, 2020; 傅绪荣, 汪

凤炎, 2020), 不过,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的一些

核心观点——如物慧——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 , 

故仍须寻求更多的实证证据的支持。由于现已有

多种智慧理论 , 相应地 , 多种测量智慧的量表应

运而生, 让研究者有了更多选择, 这些智慧量表主

要包括两种测量取向：(1)表现测量取向, 主要是对

柏林智慧模式测量范式(Baltes & Staudinger, 1993, 

2000; Staudinger et al., 1994)的继承与发展, 脱胎

于智力测验和知识测验, 通过被试在解决难题时的

智慧表现来测量其智慧水平。其中 , Mickler 和

Staudinger (2008)为了测量个体解决自身遭遇的

事件时展现的智慧, 即个人智慧(personal wisdom), 

改进了柏林智慧测量范式的测量指标与材料, 以

从个体自身的角度唤起真实的情绪体验, 又称为

布莱梅智慧范式(the Bremen wisdom paradigm)。

Grossmann (2017)认为智慧的内涵并非知识所能

涵盖, 因此宣称其测量的是智慧思维(wise thinking)

或智慧推理(wise reasoning), 将柏林智慧测量范

式的测量指标与程序进行简化, 并在实验材料中

增加背景信息以提高生态效度, 同时强调在一段

时间内测量 2 到 5 次以保证信度, 改进后的测量范

式又叫情境综合测量法, 它体现在《情境智慧推理

量表》中(Brienza et al., 2018)。Grossmann 也测量个

人智慧, 但与Mickler和Staudinger (2008)不同的是, 

Grossmann 和 Kross (2014)采用统一的测量指标评

价个体的第一人称智慧(个人智慧)和第三人称智

慧(一般智慧)。(2)自陈测量取向, 多与 Clayton 和

Ardelt 视智慧为一种多维结构的研究思想相一致, 

脱胎于人格测验, 将智慧作为潜变量, 通过李克

特式量表测量个体的智慧人格特征。以量表首次

发表时间为序, 主要包括《三维智慧量表》2003 年

版(Ardelt, 2003)和 2017 年版(Thomas et al., 2017)、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WAS; Webster, 2003, 2007)、《成人自我超越问卷》

(Adult Self-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 Levenson 

et al., 2005)、《智慧发展量表》(Wisdom Development 

Scale, WDS; Brown & Greene, 2006)、《简明智慧

筛查量表》(Brief Wisdom Screening Scale, BWSS; 

Glück et al., 2013)、《圣地亚哥智慧量表》(the San 

Diego Wisdom Scale, SD-WISE; Thomas et al., 2019)

与《整合智慧量表》(傅绪荣, 汪凤炎, 2020)等。 

二是目前智慧心理学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 , 

拓宽了智慧研究的领域：(1)智慧定义的纷争与整

合。从智慧进入科学心理学以来, 各种定义纷至

沓来, 却无一被公认。概括地说, 目前的智慧定义

主要有 4 个类别, 分别将智慧视作人自身的一种

功能或属性、个体在情境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属性、

人 与 情 境 互 动 中 的 一 种 属 性 或 行 动 的 属 性

(Sternberg, 2019)。面对智慧定义的纷争现状, 当

前主要有 4 种整合模型, 依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

为序, 依次是：① “智慧的通用模型” (Common 

wisdom model)。它兼顾西方智慧重认知与东方智

慧重道德的传统, 认为智慧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

认知过程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优异表现, 并主张智

慧的核心是视角的元认知, 而这些都是基于道德

愿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经验。智慧让人们

看清各类假象 , 避免自欺欺人(自我欺骗), 促进

以生存为导向的合作和长期规划。“智慧的通用模

型”以靶子论文形式发表在 2020 年 6 月出版的《心

理调查》(Psychological Inquiry)上(Grossmann et al., 

2020), 得到 9 个智慧研究团队的回应与讨论, 提

高了智慧在心理学领域的热度。② “6P 整合框架” 

(A unified 6P framework)。Sternberg 等人主张从

“6P”的角度——智慧的目的(purpose)、智慧的情境

(press)、需要智慧的问题(problems)、个体的认知

等心理因素 (persons) 、智慧背后的心理过程

(processes)和智慧的产物(products)——理解智慧, 

并指出一个完整的智慧模型需要明确其“6P”的所

有内容(Sternberg & Karami, 2021)。③ “智慧的素

质与情境交互作用模型”。它同样兼顾西方智慧重

认知与东方智慧重道德的传统, 强调从素质与情境

交互作用的视角理解智慧与智慧行为(汪凤炎, 郑红, 

2022)。④智慧行为的“大象模型” (the “Elephant 

Model” of wise behavior; Glück & Weststrate, 2022)。

它也兼顾西方智慧重认知、知识和分析思维以及

东方智慧重道德、重直觉和辩证思维的传统(Wang 

et al., 2022), 认为在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中, 智

慧的非认知成分(探索性取向、对他人的关心和情

绪调节)会缓和智慧的认知成分(知识、元认知能力

和自我反思)对智慧行为的影响。这 4 种整合模型

都是最近 2 年内提出的, 谁优谁劣尚有待后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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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验, 但给智慧研究带来了活力, 吸引人们进

一步去思考和研究智慧的整合问题。(2)智慧推理。

与西方心理学重认知的传统相一致, 智慧中特有

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西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重点。

Grossmann 等人认为智慧不仅仅由知识构成, 因

此于 2010 年首次提出智慧推理的概念, 认为柏林

智慧模式测量的实际上是智慧中特定类型的实用

推理(Grossmann et al., 2010)。智慧推理具有亲社

会性, 伴随人生知识经验的增长而提高, 有助于

个体有效应对生活事件, 如人际冲突(Grossmann, 

2017)。紧接着, Grossmann 及其团队展开了一系列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 g., Grossmann & Kross, 

2014; Grossmann et al., 2013, 2019; Kross & 

Grossmann, 2012), 开发出《情境智慧推理量表》

(Situated Wise Reasoning Scale, SWIS; Grossmann, 

2017)与状态综合测量法(Brienza et al., 2018), 使

智慧推理成为当前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热门主题之

一。(3)智慧与自我。2008 年, Charlotte Mickler 与

Ursula M. Staudinger 建议区分智慧的两种子类

型：个人智慧(personal wisdom, 简称“PW”)指一个

人在自己生活里展现出来的智慧。因此, 个人智

慧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在处理自己生活里的不

确定性事件和难题时展现出来的智慧”上。一般智

慧(general wisdom, 简称“GW”)指一个人以观察

者的身份或视角, 在处理一些一般生活问题时展

现出来的智慧。这两种智慧类型是相关的, 但在

年龄趋势和相关性方面具有特定的差异, 因此需

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予以测量(Mickler & Staudinger, 

2008)。于是, 基于柏林智慧测量范式开发的布莱

梅智慧范式被用于测量个人智慧, 并使用人格成

熟度的概念对其进行调整(Mickler & Staudinger, 

2008)。Grossmann 与 Kross (2014)的研究发现, 个

体在面临自我问题时不如在解决他人问题时更智

慧, 就像所罗门王(King Solomon)一样, 在处理百

姓的事情上很有智慧 , 自己的私生活却一团糟 , 

于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所罗门悖论” (Solomon’s 

paradox), 同时提出, 通过将第一人称视角转换为

第三人称视角的方法可以摆脱自我中心性, 超越

自身视角与情感的限制, 从而提高智慧推理的水

平(Grossmann et al., 2019)。加之 Levenson 等人

(2005)建构的“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 自我超越

与智慧的关系也是当前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话

题之一(许文涛, 汪凤炎, 2022)。(4)智慧教育。当

前世界暴力与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不是因为人们

不够聪明, 而是缺少智慧, 但现有的学校教育体

系中却鲜有智慧教育(Sternberg & Hagen, 2019)。

为改变这种现状, 智慧教育逐渐受到关注。因智

慧理论不同, 智慧教育的主张也有较大差异。其

中, Sternberg 依据智慧的平衡理论提出了其较系统

的智慧教育的原则与手册(Sternberg, 2001a, 2001b, 

2013, 2018; Sternberg & Hagen, 2019); Ferrari 和

Potworowski (2008)合作编辑出版了《智慧教学：培

育智慧的跨文化视角》论文集, Ferrari 和 Kim (2019)

又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智慧教育主张; Grossman 等

发现自我抽离自省日记法(the distanced-self-reflection 

diary method )可以促进智慧推理(Grossmann et al., 

2021); 汪凤炎和郑红根据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提

出了“修德育才”的智慧教育主张(汪凤炎 , 2022; 

汪凤炎, 郑红, 2014), 等等。结果, 智慧心理学的

研究领域被大大拓宽(Sternberg & Glück, 2022), 

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5  总结与展望 

回顾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程, 可以得

到两个结论： 

一是, 近 50 年来, 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经历

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

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作为现代科学智慧

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人, Clayton 的研究是自发的, 

且是一人在做, 没有团队的协同合作。在智慧心

理学研究史上 , 德国著名毕生发展心理学家

Baltes 在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

究所, 首次领导一个顶尖科研团队有组织、有系

统地专攻智慧心理学, 最终诞生了著名的柏林智

慧模式, 推动了智慧心理学的发展。随着柏林智

慧科研团队声名的升起以及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

格加入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智慧心理学在美国心

理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吸引越来越多的欧美心

理学家开始自觉地研究智慧。Baltes 于 2006 年去

世后, 原先聚集在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

研究所的智慧心理学家“开枝散叶”, 分散到欧洲

和北美的高校继续从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为了

再次汇集科研力量开展团队攻关, 2007 年美国芝

加哥大学成立“实践智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wisdom), 该中心在校内外拥有 11 个附

属智慧实验室 , Robert J. Sternberg、Ursul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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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udinger、Judith Glück、Monika Ardelt 与 Igor 

Groomsman 等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均是该中

心的专家, 并于 2007 年 9 月宣布正式开展为期 3 年

又 5 个月(2007.9~2011.1)的跨学科研究程序——阿

瑞特倡议(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Arete Initiative), 

专门探讨“智慧”这一主题, 当年他们就投入 2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专攻“智慧的定义” (“Defining 

Wisdom”——a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并向全世界招标关于“智慧”的研究课题, 内容涉

及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教育

学、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最终从 600 多份申请中筛选出 23 名研究者进

行资助, 阶段性研究成果于 2009 年 6 月和 2010

年 6 月通过举办两场智慧网络会议予以公布。自

2012 年至 2015 年, 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智慧研究, 

由芝加哥大学教授领导的 6 个研究项目, 重点研

究 3 个问题：专业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关系是什

么？经验如何增长智慧？在智慧生成的过程中 , 

认知、社会和情感过程扮演什么角色？阶段性研

究成果于 2014 年和 2015 年通过举办两场智慧网络

会议予以公布, 在智慧心理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 , 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特征(人格特征)

到智慧特征, 再到智慧者的特征, 再到结合智慧

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 经历了一个螺

旋上升的过程。Clayton 认识到很难用实证法直接

研究智慧, 开始是想从被提名智慧者的身上寻找

智慧的特征, 以验证她早前通过分析智慧的文献

后得到的智慧定义的恰当与否, 但研究结果不理

想。于是, Clayton 改变研究思路, 让被试对这 33

个描述智慧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智慧者

进行 7 点评分, 但结果仍不理想。最后, 改用多维

标度法研究青年人、中年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

内隐智慧观, 最终取得成功, 完成了其博士论文, 

并首次给智慧下了一个经验性定义。后继者 Baltes

与 Clayton 研究智慧的视角有差异：Baltes 及其团

队从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中汲取灵感, 关注的是

智慧本身的特征, Baltes 认为 Clayton 与后来的

Ardelt 一样, 关注的是智慧者的特征, 而不是智

慧本身的特征; 智慧者的特征虽接近智慧, 却不

能将智慧者的特征等同于智慧, 二者不是一回事

(Baltes & Kunzmann, 2004)。这是 Clayton 在智慧

心理学上的创见没有对 Baltes 及其团队产生重要

影响的一个根本原因。再往后, 新皮亚杰主义试

图从思维方式上揭示智慧的本质 , Sternberg 和

Ardelt 等人则回到智慧者的特征上研究智慧。当

下, 研究者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智慧是一个多维

结构的构念(Clayton, 1976), 主张从行为层面、心

理素质层面以及个体或群体角度界定智慧(Zhang 

et al., 2022), 实际上是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

特征来研究智慧, 以化解这一争论。 

展望未来, 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

研究： 

一是, 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目前, 对智慧的研究主要

采用理论分析法、语义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

问卷法和测量法, 尤其在测量法上取得了重要突

破, 开发出多种成熟的智慧量表, 但尚缺乏成熟

的智慧实验范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慧的

实验研究, 尤其是无法知晓智慧的脑机制。须尽

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以进一步提升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 

为开展智慧教育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二是, 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任何一

门学科包括智慧心理学在内, 都只有对社会生活

有实际的作用, 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目前智

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 在

应用领域, 除了智慧教育外, 鲜有涉猎。为了让智

慧心理学更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 未来宜深入研

究智慧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Sternberg & Karami, 

2021; Zhang et al., 2022), 为个体或群体在日常生

活中更好地掌握与运用智慧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

支持。如, 结合决策领域的研究, 深入探讨智慧建

言(Hu et al., 2019)、智慧纳建(Zhang et al., 2022)

以及愚蠢与智慧(如 Sternberg, 2002; 汪凤炎, 郑

红, 2018)等主题, 提升个体的智慧决策水平; 关

注智慧在管理学领域中的应用, 进一步考察领导

者的智慧(如 Karami et al., 2020; Yang, 2011)、智

慧管理(如 Nonaka et al., 2014)以及群体智慧等, 

促进良好的社会治理 ; 与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 

开展人工智慧的研究(如 Jeste et al., 2020; 汪凤炎, 

魏新东, 2018), 助推新一代可信赖人工智能的发

展,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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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prelude” and “two movements”: A portrayal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wisdom psych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ZHANG Kaili, ZHENG Hong, WANG Fengy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wisdom psych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i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criticall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Sternberg and Glück. The symphon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psychology consists of “one prelude” and “two movements”. Specifically, “one prelude” refers to Vivian 

Clayton’s wisdom research, which started no later than 1976 and ended abruptly in 1982, when Clayton left 

academia. Clayton elevated the concept of wisdom to scientific status for the first time, paving the wa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wisdom psychology. The “two movements” are “one flower blooming with two buds” 

and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The first stage of wisdom psychology, begun in the early 1980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Berlin wisdom model, which shed light on an expert knowledge 

system deal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 as well as neo-Piagetian theory and 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by Robert J. Sternberg. The second stage of wisdom psychology began with Monika 

Ardelt’s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erlin group’s definition, operationalization, and particular measurement of 

wisdom in 2004 and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In review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wisdom psychology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tw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 the study of wisdom psychology has evolved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from dispersion to organization, and from sporadic discussion to 

systematic research. Secon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wisdom has gone through an alternate spiral change 

process that fro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e person to characteristics of wisdom per se, and back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e person, until finally, integration of the two. Furthermore, future research on 

wisdom psych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in two areas. One aspect is to develop a maturely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studying wisdom directly and revealing its brain mechanism. The other i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applying wisdom to real-life situations. 

Keywords: implicit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view, Berlin wisdom model, neo-Piagetian theory, 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explicit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